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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战略 研究者认为，高管团队 权力不平等会

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整合组织等级理论和团

队断层理论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管团队 权力不平等

也有功能性的一面，即权力不平等可以促进高管团队任务

型子群 体的产生，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基于中国沪深

两市 2007-2012 年间 1487 个高管团队层面及企业层面的

数据，本文考察了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的关系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 权力不平等会对企业创新强度产

生间接促进作用，即权力不平等首先促进较高的任务型断

层强度，进而产生较高的企业创新强度。其中，任务型断

层强度的中介 作用受到了任务型子群 体不均衡性的调节，

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程度越高，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

新强度的关系越强。研究结果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及企业创

新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高管团队 ；权力不平等 ；断层 ；子群 体 ；企

业创新强度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21061、71271219）

资助

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的苹果（A p ple）公司是一家以创新而

著称的高科技企业，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

上市企业。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也是一家以集权而著称的企

业。在乔布斯执掌苹果的十四年间（1997-2011），他集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等多个公司要职于一身。在此

期间，苹果公司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创新产品，如 i Po d、

i Pho ne 和 i Pa d 等。在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

业学习苹果公司的“集权模式”来高效地整合企业资源、促

进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其中包括微软（Microsoft）

和甲骨文（O r a cle）等行业巨头。然而，集权模式也具有一

定的风险，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刻理解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

与企业创新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否稳定并具有代表性。同时，

他们也需要了解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影

响企业创新进程的。

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在企业创新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Up p e r E che lon s 

T he o r y），高管团队成员人口统计特征多元化能够为企业带

来丰富的信息资源，有助于企业制定创新型战略，并通过提

升企业的创新强度（I n novat ion I ntensi t y）来改善企业创新

战略的实施。[2-4] 除了人口统计特征之外，企业创新战略的

制定和实施与高管的权力也密不可分。权力通常意味着高管

成员对企业资源的不对称控制，[5] 高管团队成员的权力分布

决定了企业资源的分布，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绩

效水平。[3,6] 尽管组织研究者意识到高管权力的重要性，但

这些研究多关注于 CEO 的权力水平，[7] 而忽视了整个高管团

队成员权力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8]

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情况通常指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

程度。[6] 战略管理领域一些研究者认为，权力不平等能够对

高管团队的态度和行为、认知和情感、决策过程和结果产

生诸多潜在影响。[6] 然而，这些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在已有为数不多的权力不平等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仅仅

关注权力不平等对企业或团队绩效的影响，[6,9] 而很少探索

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战略实施（如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

二是这些研究不能解释权力不平等为何会对团队结果造成

影响，不利于理解高管团队交互过程的黑箱；三是组织等级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理论研究者认为东方集体主义国

家更能从团队配置的不平等中获益，[10] 但对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权力不平等研究较少。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整合了组织等级理论 [5,11] 和团

队断层（Fa u l t l i ne）理论，[12 ,13] 来探索中国上市企业高管团

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在企业创

新过程中，创新强度通常指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创造

新产品和新知识的程度，[14] 反映的是企业对创新战略的投

入和实施程度。我们认为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能够影响高

管团队成员的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投入和实施。

我们假定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会促使任务型子群体的产生，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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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增强企业创新强度，而任务型子群体规模的不均衡性

会调节这一中介机制。同时，我们通过中国沪深两市 2007-

2012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设和研究模型。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组织等级理论

M a ge e 等 [15] 首次基于西方文献对组织等级理论进行了

整合。他们认为，组织等级指组织成员在有价值的社会维

度上的排序，这种排序既可以是正式的、明确的组织结构

排序（如行政级别），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含蓄的排序（如

个人威望）。因此，组织成员的高低排序是组织等级最基

本的特征，进而造成组织成员之间资源的不平等分布。在

组织管理研究中，变异系数（Coeff icient of Var iat ion，CV）

和基尼系数（G i n i C o e f f i c i e n t）是最常见的组织等级测量

方法，[16] 其衡量的是组织资源向少数几个成员集中的程度。

变异系数或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组织内部成员资源分布的不

平等程度越高，组织等级森严程度也越高。

研究表明，组织中的等级结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组织等级会带来一些消极的情感结果，如早期有关组织等

级的研究发现，组织成员之间的高低排序和不平等往往会

增加团队成员的不公平感知，导致员工满意度和冲突解决

质量的下降，并导致员工离职意愿的提升，[11,16] 不利于组织

和团队整体目标的实现。[17,18] 另一方面，等级排序较高的组

织成员往往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对组织或团队的潜在贡

献也更大，因而排序较低的组织成员倾向于服从排序较高

的组织成员，从而可以减少组织成员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和

摩擦，并提升沟通和工作效率。[11,19,20] 同时，组织等级也可

以激励排序较低的成员通过努力来提升个人排序。[10] 

权力（Power）等级和身份（Stat us）等级是组织等级的

两个重要维度，前者通常是指组织内个体对组织中有价值资

源的不对称控制，而后者通常指组织内个体或群体受组织

内其他人尊重的程度。[15] 由于权力是正式的组织等级，而身

份是非正式的组织等级，[11] 因而权力等级更容易控制和管理，

也受到了更多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关注，如 Sm i t h 等 [6] 通过

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然而，以往研究很少考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

和创新结果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权力不平等可能会引发

团队分裂和争斗，诱发高管成员之间的任务冲突和情感冲

突过程，[17] 进而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以及企业的创新强度

和创新结果。[21] 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实

证检验。

同时，一些等级研究者指出，在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文化

背景的国家，团队在完成任务时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更

需要借助权力等级来促进沟通和协调。[10] 此外，中国社会

的权力距离程度较高，下属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往往倾向

于服从上级，遵循组织正式的权力等级结构。[22 ,23] 这种界

限分明的权力等级有助于促进组织成员的分工和协作，进

而提升沟通和工作效率。[11,24] 因此，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权

力不平等对高管团队交互过程以及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

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权力结构作

用机制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2. 团队断层理论

L a u 等 [13] 首次提出了团队断层理论，他们认为团队断

层即团队成员之间潜在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有助于团队

成员基于一些类似的人口统计特征将团队划分成若干相对

较为同质的子群体。[13] 断层强度（Fau l t l i ne St r eng t h）是团

队断层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通常指团队基于一些个人特征将

团队成员划分成若干同质子群体可能性的强弱程度。[12 ,25] 与

仅仅考虑单一人口统计特征的团队多元化（Te a m D ive r s i t y）

理论相比，同时考虑多重人口统计特征的团队断层理论更

能解释团队交互动力学。[12 ,13]

Thatcher 等 [25] 通过对早期有关团队断层的研究进行元

分析（Me t a-A n a lys i s）发现，断层强度与团队冲突正相关，

与团队凝聚力、绩效和满意度负相关。然而，近期研究者

通过对团队断层进行分类 [26,27] 发现，不同类型的断层对团

队结果有着不同的影响。他们将团队断层区分为任务型断层

和关系型断层。任务型断层是指基于任期、学历、职能背景

等任务取向人口统计特征而形成的子群体，而关系型断层

强度则是指基于性别和年龄等关系型人口统计特征而形成

的子群体。[27] 实证研究发现，关系型团队断层往往会带来

负面影响，而任务型团队断层能够带来多元化的信息资源，

并导致积极的结果。[26,28] 此外，跨文化研究显示，在日常工

作过程中，中国等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员工采取合作行为的可

能性明显高于西方员工，[29,30] 而较高的合作行为能够更好地

促进信息整合和组织创新。[31] 因此，同西方国家相比，任

务型断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同时，T h a t che r 等 [12] 在对团队断层研究的文献综述中

指出，团队断层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目前主流的团

队断层测量仅假定团队只能分裂成两个子群体，这与现实

不符 ；二是团队断层深层次的诱发因素尚不明晰；三是以往

研究多关注团队断层的消极作用，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其潜

在的积极作用。针对第一个不足，Me ye r 等 [32] 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团队断层测量方法，该测量方法不仅解决了团队分

裂成两个及以上子群体的问题，同时可以识别每个子群体

的具体成员，且计算机仿真显示该测量方法优于已有的断

层测量。针对后两个不足，本研究以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管

团队为样本，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作为团队断层的一个

潜在诱发因素，考察任务型团队断层强度对企业创新强度

的积极促进作用，并检验任务型团队断层强度在权力不平

等和企业创新强度关系链中所扮演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3.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

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往往会对创新强度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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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管胜任力角度看，最有权力的高管往往是对企业内外部

竞争环境以及企业战略条件最适应的人。[6,7] 当高管团队权

力不平等程度较高时，高权高管会制定规则规范团队过程，

并引入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冲突，[6,33] 进而有助于改善高管团

队制定创新战略的能力。[21]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战略

选择往往决定了企业行动。[3] 因此，创新战略的实施往往也

需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的强度。同时，

中国是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人们普遍接受较高的社会权

力等级，[34] 因而中国情境下的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更能促进

高管们的角色分化，从而使高管们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做什

么事。[19] 这种角色分化有助于团队内部的明确分工，有助于

简化高管之间的社会交互、促进协调与合作，[10,19] 这些良性

的交互过程对高管制定创新型决策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进而转化为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实施。然而，当高管团队权

力不平等程度较低时，拥有平等权力的高管可能会因为谁

也说服不了谁而导致决策过程非常漫长，降低战略决策

效率，[6 ,24] 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35] 此外，

拥有平等权力的高管们可能会产生对权力的需求，进而引

发较高的身份冲突（St at us Conf l ic t），即关于他们在团队内

相对身份地位排序的争论。[36] 研究表明，身份冲突不利于团

队合作和信息共享，[37] 这将抑制高管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型决策的制定，进而削弱企业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

和实施强度。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1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正相关

4.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任务型断层强度

权力等级具有自我强化的属性。[19] 权力能够为高管成员

带来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源，因而高权者倾向于维持和巩固

他们的高权地位，[38] 获取他人的赞成和支持，否则他们将会

被推翻，失去权力。[39] 为了维护其权威，高权者必须创建

一个高效的任务环境来实现较高的绩效水平，从而形成良

性循环。比如，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显示，两职合一的高

权 C E O 表现出较少的风险偏好行为，他们倾向于引导公司

采取多元化的经营策略来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这种多元

化的经营策略往往表现为多元化的人员配置和多元化的公

司业务。[7] 根据社会分类理论和相似性吸引理论，这种多元

化的人员配置会增加任务型断层形成的可能性，也得到了

近期元分析的验证。[12 ,25] 此外，在现实企业中，权力不同

的高管往往拥有不同的任期和学历，如权力较大的高管往

往拥有较长的企业任期，而权力较小的高管往往拥有较短

的企业任期。[6,8] 因此，权力不平等程度越高，高管之间的

权力差异越大，高管的任期和学历之间的差异也可能越大，

从而增加了基于这些任务取向特征（任期、学历等）而形成

任务型断层的可能性。因此，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会促进

团队任务取向特征的多元化程度，进而促进任务型子群体的

产生。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2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任务型断层强度正相关

5. 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

对于企业高管团队而言，任务型断层强度越强，团队

形成若干个任务型子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这些子群体

内部是高度同质，而各个子群体之间是高度异质的。因此，

高管团队的战略决策过程演变成了任务型子群体的交互过

程。[26,40] 我们认为，高管团队任务型断层强度主要通过子群

体之间的冲突过程和信息加工过程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强度。

首先，当高管团队具有较高的任务型断层强度时，高管团队

内部各个子群体之间的任务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可能

会对其他子群体的任务观点提出质疑和争论。这些与任务

相关的质疑和争论会进一步转化为建设性任务冲突过程，[25]

进而促进高管团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21,41] 其次，较

高的任务型断层强度有利于任务型子群体之间知识、观点

和心智模式的互补，[26 ,27] 从而为高管团队提供更为广泛的

信息来源。[28 ,42] 这些多元化的信息将有助于促进高管团队制

定创新型的战略决策。[1,16]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的

战略决策往往会对企业行动产生重要影响，[3] 而创新战略的

实施也需要企业加强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因此，基

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管团队的任务型断层强度有利于提

升高管团队的任务冲突和信息加工能力，促进高管团队制定

创新型的战略决策，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实施强度。

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3 ：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正相关

6. 任务型断层强度的中介作用

中国是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和高集体主义国家。高权力

距离决定了人们要接受较高的社会等级，更加倾向于顺从上

级且不愿意违反权威指令。[34] 高集体主义文化决定了中国人

更讲究团队合作、关系和谐，完成任务的相互依赖程度也

较高。H a lev y 等 [10] 指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权力等级将

会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指出权力等级是如何

来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我们的假设 1 阐述了高管团队权力不

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假设 2 阐述了高管

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任务型断层强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假设 3

阐述了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因

此，我们预期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也会对企业创新强度产

生间接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任务型断层强度

这一中间机制来实现的。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4 ：任务型断层强度是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

创新强度关系机制中的中介变量

7. 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调节作用

任务型断层强度指团队形成任务型子群体的可能性，

而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指各个任务型子群体规模的平衡

程度。[26] 通常而言，子群体的规模与其所掌握的资源和权

力成正比。[25] 当任务型子群体规模完全均衡时，所有子群

体拥有相同人数的团队成员。正如假设 1 中所提到的，势均

力敌的子群体可能会产生团队冲突和消极的决策氛围，[26]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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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团队决策效率。此时，即便有较高的创新强度，消极

的团队氛围也不利于观点的共享和创新决策的制定，进而

削弱任务型断层强度与创新投入和实施强度之间的正向关

系。而当任务型子群体规模不均衡的时候，子群体的人数

出现不对称，人数较少的子群体可能会顺从人数较多的子

群体，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子群体间关系冲突，[26] 进而减少

高管创新的消极影响因素，[21] 也会减少企业创新战略实施

的阻力。同时，规模较小的子群体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也

可能会贡献独有的信息，以展示他们的胜任力和贡献，从而

为后续的资源获取打下基础。此时，任务型断层强度更能

促进高管团队成员的创新型决策，进而加大企业在创新和

研发方面的投入强度。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5 ：任务型断层强度的中介作用受到了任务型子群

体不均衡性的调节。与拥有较低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

高管团队相比，在拥有较高的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高

管团队中，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的正相关程度

更高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

我们选取中国沪深两市 2007-2012 年的 A 股上市企业

作为研究样本。高管团队数据来自证券之星网站，其提供了

历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企业管理层成员的详细信息（如性

别、年龄、学历、职位、薪酬和个人简历等），且这些信息

均来自上市企业年报，具有可靠性。初始数据包括 2007-

2012 年间 11814 个团队的 199707 名管理层成员，这些管理

层成员包含了高管成员、董事会以及监事会成员。借鉴先前

研究对高管团队的界定，[43] 我们将如下人员纳入最终的高管

团队样本：C E O、正副总裁、正副总经理、正副行长、各

类职能部门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经过筛选，保留了 2007-

2012 年间 11720 个高管团队的 71866 名高管成员。企业创

新数据来自 R ESSET 金融数据库，由于创新数据存在缺失，

最终匹配后用于分析的样本数据为 2007-2012 年间 1487 个

高管团队的 9694 名高管成员及相应的 1487 条企业创新数

据。由于各个公司每年的高管成员有所变动，其高管成员权

力分布特征以及子群体构成特征均会有所变化，因此同一

公司不同年份的数据代表了不同的自变量情形，进而会对因

变量创新强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我们也比较了本研

究未包含样本与用于最终分析的样本在自变量上取值的差

异，发现二者并无显著差异（t =1.773，p =0.076），这也降低

了样本选择对本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下：高管团队平均规模

为 6.519 人（标准差为 2 .265）；男性高管占比为 87.0%，女

性高管占比为 13.0%；高管成员的平均年龄为 44.419 岁（标

准差为 2 .899）；高管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7.451 年（标

准差为 1.068）；高管成员的平均任期为 3.616 年（标准差

为 1.656）。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创新强度，通过研销比（即研

发投入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进行衡量。该测量是客

观测量，反映了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创造新产品和新

知识的程度。[14] 与主观测量相比，该测量具有较强的可

复制性和稳定性，因而得到了国内外众多战略管理研究者

的应用。[44-46] 其中，企业的销售额和研发投入数据均来自

RESSET 金融数据库。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权力不平等，通过高管成员权力的

变异系数进行衡量。[6,16] 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高管团队

成员权力的标准差除以权力的均值。高管权力水平主要是考

察高管成员的客观结构权力，其中既不是 C E O 也不是董事

长的高管成员记为 1，是 CEO 或者董事长的高管成员记为 2，

既是 C E O 也是董事长的高管成员记为 3。该方法是战略管

理领域常用的高管结构测量方法。[8,47,48]

任务型断层强度和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分别为本研

究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与之前的研究类似，[27] 我们

通过任期（任职年限）和学历（受教育年限）来构造任务型

断层。我们利用 Meyer 等 [32] 提供的平均轮廓宽度（Average 

S i l h ou e t t e Wid t h，A SW）聚类算法来识别团队任务型断层

强度及团队内部的任务型子群体构成，该算法可以保证子群

体内部具有最大的同质性（如子群体内部高管成员的任期

和学历较为类似），而子群体之间具有最大的异质性（如不

同子群体之间高管成员的任期和学历差异较大）。A S W 聚

类算法包含两个步骤 ：[32] 首先，通过 Ward 聚类分析方法识

别每个团队中一系列可能的子群体构成，一共包含 2×n 个

子群体构成情形（n 为团队成员个数），每一种情形拥有清

晰的子群体边界和数量，且每一个团队成员只能隶属于一

个子群体 ；其次，识别所有子群体构成中团队断层强度最

高的情形。由于断层强度是衡量团队划分成若干个子群体

的可能性，因此断层强度最高的情形往往被视为现实团队中

最可能发生的情形。[12 ,27] ASW聚类算法具有一系列的优点：[32]

第一，可以适用于团队分裂成三个及以上子群体的情形，克

服了早期团队只能分裂为两个子群体聚类算法的局限 ；第

二，用于识别子群体边界的聚类分析变量既可以是连续

变量，也可以是分类变量，克服了变量类型的局限；第三，

不仅可以得到团队的断层强度数据，也可以得到每个高

管团队内子群体的数量以及每个子群体所包含的成员，从

而能够为团队断层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Me ye r 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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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机仿真结果也显示，A SW 聚类算法优于其他的团队

断层测量方法。

根据以上步骤，我们以任期和学历为任务型断层形成

的特征变量，在 R 软件中运行 A SW 聚类算法得到本研究

的中介变量——任务型断层强度（A SW 聚类算法的 R 语言

程序及操作指南详见 ht tp://g roup-fault l ines.org /asw.cluster.

guide_1.1.pdf）。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该算法识别每个高管

团队内任务型子群体的个数、每个子群体的规模（即每个

子群体所包含的成员个数）以及每个高管成员所隶属的子

群体。在得到子群体的相关信息之后，通过计算每个高管

团队内部子群体规模的变异系数（子群体规模的标准差除以

子群体规模的均值），来衡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任务型

子群体的不均衡性。[16,26] 当所有子群体拥有相同规模的时候，

子群体不均衡性为 0，而当某个子群体的成员数明显多于其

他子群体的时候，子群体不均衡性较高。

除以上因素外，先前研究也发现，行业类型、国有产

权、股东持股结构、[49] 团队规模、女性高管占比、[45] 高管

团队薪酬不平等 [50] 等因素会对企业创新造成潜在影响，因

而本研究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行业类型通过虚拟

变量来衡量，主要控制了制造行业（记为 1）和非制造行业

（记为 0），界定标准为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大类分类标准 ；

国有产权通过企业的国有股占比来进行衡量，该数据来自

R ESSET 金融数据库 ；股东持股结构通过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来进行衡量，该数据来自 R ESSET 金融数据库 ；薪酬

不平等通过计算高管成员薪酬的变异系数而获得（高管团

队薪酬的标准差除以薪酬的均值），高管薪酬数据来自证

券之星高管库。同时，考虑到企业以往的销售情况可能会

影响未来的创新支出，[51] 因而我们也控制了企业上一个会

计年度的销售额，该数据来自 R ESSET 金融数据库。我们

预期高管权力不平等和任务型断层强度可以在这些控制变

量基础之上显著预测企业创新强度。

三、结果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均值 0.719 0.088 0.350 44.243 6.519 0.130 0.294 0.365 0.649 0.346 0.023

标准差 0.450 0.174 0.152 181.852 2.265 0.149 0.191 0.112 0.190 0.195 0.062

1. 行业（制造业） 1.000

2. 国有股占比 -0.009 1.000

3. 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

0.024 0.290*** 1.000

4. 上一年度销售额 0.014 0.065* 0.179*** 1.000

5. 高管团队规模 -0.028 0.005 -0.041 0.135*** 1.000

6. 女性高管占比 -0.064* -0.088*** -0.080** -0.088*** -0.135*** 1.000

7. 薪酬不平等 0.067* -0.091*** -0.093*** 0.029 0.082** 0.104*** 1.000

8. 权力不平等 -0.063* -0.130*** -0.051* -0.097*** -0.149*** 0.086*** 0.111*** 1.000

9. 任务型断层强度 -0.057* -0.027 0.000 -0.011 0.282*** 0.001 -0.023 0.090*** 1.000

10. 任务型子群体
不均衡性

-0.035 0.035 0.031 0.050 0.251*** 0.004 -0.017 -0.003 0.031 1.000

11. 企业创新强度 -0.117*** -0.051* -0.081** -0.063* -0.026 0.142*** -0.037 0.075** 0.129*** 0.065* 1.000

注 ：N=1487 ； *p<0.05 ； **p<0.01 ； ***p<0.001

表 1 列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情况。从控制变量来看，制造行业与企业

创新强度显著负相关（r =-0.117，p <0.001），说明制造行业

的创新投入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较低 ；国有股占比与企业

创新强度显著负相关（r =-0.051，p <0.05），说明国有股占

比较低企业的创新投入比例明显高于国有股占比较高的企

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r =-0.081，p <0.01）以及上一年

度销售额（r =-0.063，p <0.05）均与企业创新强度显著负相

关 ；而女性高管占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强度（r =0.142，

p <0.001），这与曾萍等 [45] 的研究相一致。从本研究关注

的主要变量来看，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显著正相关

（r=0.075，p<0.01），与假设 1 相一致；权力不平等与任务型

断层强度显著正相关（r =0.090，p <0.001），与假设 2 相一

致 ；任务型断层强度和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均能够提升

企业创新强度，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129 （p<0.001）和 0.065

（p<0.05），与假设 3 相一致。

表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创新强度 创新强度
任务型
断层强度

创新强度 创新强度

β VIF β VIF β VIF β VIF β VIF
行业（制造业） -0.104*** 1.014 -0.099*** 1.020 -0.037 1.020 -0.095*** 1.021 -0.094*** 1.021

国有股占比 -0.019 1.104 -0.015 1.119 -0.008 1.119 -0.014 1.119 -0.014 1.12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0.064* 1.140 -0.067* 1.141 0.033 1.141 -0.071** 1.142 -0.072** 1.142

上一年度销售额 -0.035 1.061 -0.032 1.066 -0.039 1.066 -0.027 1.068 -0.026 1.068

高管团队规模 -0.006 1.048 -0.016 1.147 0.338*** 1.147 -0.061* 1.276 -0.068* 1.291

女性高管占比 0.134*** 1.053 0.129*** 1.057 0.041 1.057 0.124*** 1.059 0.118*** 1.070

薪酬不平等 -0.052* 1.040 -0.055* 1.056 -0.062* 1.056 -0.047 1.060 -0.042 1.071

权力不平等 0.054* 1.070 0.140*** 1.070 0.035 1.092 0.035 1.092

任务型子群体不
均衡性

0.071** 1.075 -0.061* 1.075 0.079** 1.079 0.078** 1.079

任务型断层强度 0.134*** 1.126 0.155*** 1.300

任务型断层强度×
任务型子群体不均
衡性

0.055* 1.172

R2 0.043 0.050 0.112 0.066 0.069

F 9.075*** 8.378*** 19.974*** 10.077*** 9.542***

△F — 5.727** — 24.148*** 3.979*

注 ： N=1487 ； *p<0.05 ； **p<0.01 ； ***p<0.001

为了进一步验证任务型断层强度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我们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2 所示。温忠麟

等 [52] 指出，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者应首先进行依

次检验；如果依次检验结果显著，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

如果依次检验结果不显著，再通过 Boot s t r ap 法做变量系数

乘积的区间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仍未达到显著，则需要进

行中介效应的差异检验。我们遵循他们的建议，首先进行

了依次检验，其具体步骤如下：[53]（1）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

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 2）；（2）做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和调

节变量的回归（模型 3）；（3）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

和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4）；（4）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

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模

型 5）。如果前两步中自变量系数显著，第三步中介变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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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第四步交互项系数显著，则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

在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时，我们首先对所有变量进

行标准化，随后构造中介变量（任务型断层强度）与调节变

量（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交互项，并用于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的检验。

从表 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各模型中相应变

量的 VIF 值均非常接近 1（远小于 5），说明本研究所考虑变

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54] 表 2 中的模型 1 是仅包

含控制变量的企业创新强度预测模型，可以看到当同时考

虑这些控制因素时，制造行业（β=-0.104，p<0.001）、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β=-0.064，p<0.05）和薪酬不平等（β=-

0.052，p <0.05）显著降低企业创新强度，而女性高管占比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强度（β=0.134，p <0.001）。模型 2

增加了自变量权力不平等和调节变量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

性，可以看到团队权力不平等（β=0.054，p <0.05）与任务

型子群体不均衡性（β=0.071，p <0.01）均可以提升企业创

新强度，假设 1 得到了验证，且加入这些变量后模型 2 的

解释度较模型 1 得到了明显改善（△ R 2=0.7%，△ F=5.727，

p <0.01）。从模型 3 可以看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能够显

著提升任务型断层强度（β=0.140，p <0.001），假设 2 得

到了验证。模型 4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量任务

型断层强度，可以看到中介变量与企业创新强度显著正相

关（β=0.134，p <0.001），且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 4 的解

释度较模型 2 得到了明显改善（△ R 2=1.6%，△ F=24.148，

p <0.001）。因此，假设 3 也得到了完全验证。从模型 4 还

可以看到，中介变量加入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

再显著（β=0.035，p =0.193），说明任务型断层强度完全中

介了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 4

也得到完全验证。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增加了调节变

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可以看到模型 5 的解释度较模型 4

得到了一定改善（△ R 2=0.3%，△ F=3.979，p <0.05）。尽管

加入交互项之后，△ R 2 的增加幅度较小（0.3%），但交互

项回归系数显著（β=0.055，p<0.05），验证了任务型子群体

不均衡性的调节作用。通常而言，由于控制了主效应，调节

作用的影响程度都是很小的。[55,56]C h a p l i n [57] 也指出对于调

节效应检验，即使仅仅是很小的效应值（△ R 2），但如果样

本量足够大，且交互项系数是显著的，其理论贡献也是非

常重要的。综上，依次检验四个步骤结果均显著，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得到了完全验证，假设 5 得到支持。

四、结果讨论和启示

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创新强度对企业绩

效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14] 因此，关注企业创新强度的诱

发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控制效应来看（见

表 2 模型 1），行业对创新强度的影响显著，制造行业的创

新强度偏低，而非制造行业的创新强度较高。同时，第一大

股东控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创新强度水平越低，说明控股

过于集中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实施。女性高管在企业

管理层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对于企业创新强度的提升作用

也越大。以往研究表明，女性具有更高的社交技能、对情

绪更为敏感、更善于表达、更关心人际关系。[13] 因此，随

着女性高管占比的提升，高管团队可能会营造一个更为轻松

高效的氛围，有助于改善高管团队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

企业创新强度。此外，从高管薪酬不平等层面来看，薪酬

不平等往往会导致较差的创新水平。根据公平理论，收入

不平等会加剧员工的不公平感，进而造成他们满意度和组

织承诺的下降。[50] 同时，收入不平等会减少高管的努力水平

和合作意愿，造成高管的不安全感。[58] 这些因素都可能抑

制高管对企业的贡献，进而抑制企业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的

投入。然而，在控制了行业因素、股东持股结构及薪酬不

平等等因素后，国有控股比例对创新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说明国有控股比例并不能在这些因素之上解释创新强度的

额外方差。因此，从企业创新实践角度而言，管理者需要

创造环境增加女性高管的占比，同时也要降低企业第一大

股东的持股比例，并尽量降低高管成员之间薪酬的不平等

程度。

从主效应来看，我们假定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是企业

创新强度的重要诱发因素（假设 1），并且它可以在上述控

制变量之上显著地预测企业创新强度。以往有关组织等级

的研究多关注权力等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

注权力等级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我们

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并不直接影响企业

创新强度，而是通过任务型断层强度这一中间变量来间接

促进企业创新强度。这说明权力不平等的高管团队更加注

重决策效率，能够引导团队形成若干具有相似任务经历和

背景的任务型子群体（假设 2）。由于具有相似的背景，子

群体内部的高管成员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同时

他们会强化彼此认同的观点，进而有效防止一些重要的观

点被忽视。[27] 由于子群体之间的任务背景拥有较大的差异，

子群体之间的讨论会导致各个子群体从更深层次上评估他

们此前的观点，从而更好地整合信息。[26] 因此，随着时间

的推移，任务型断层会促进高管团队创新战略的制定，并

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实施（假设 3）。同时，表 2

模型 4 的检验结果显示了任务型断层强度完全中介了高管团

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假设 4）。这一

结果既是对组织等级理论中“等级有益论”的一个有力补充，

也是对“等级有益论”作用机制的一个深入阐述。

然而，本研究结论是否能够适用于西方文化背景尚不

清楚，因为权力等级更可能在中国等东方国家发挥功能，[10]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土壤。高权力距离决定了中国人

更加崇尚权威，并且尽量与高权者保持较好的关系。[22 ,23] 因

此，中国的权力等级减少了分工协作中的矛盾，减少了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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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的冲突，[11,24] 促进了任务型子群体的产生，从而能够

提升决策效率和组织成功的可能性。而西方国家是典型的

低权力距离社会，组织成员倾向于追求平等的权力水平。[34]

因此，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国家组织高权者制定决策时

往往更尊重低权者的意见。同时，受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

西方员工更加强调自我观点，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更加畅所欲

言。因此，权力不平等在西方国家中的积极作用可能受到限

制，甚至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如由于高权者的过度自信

而造成组织失败。[59] 由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研究未能

获得西方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强度数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

进行东西方文化对比，拓展和丰富高管团队权力等级的相

关理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任务型断层强度的中介作用

受到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调节（假设 5），表明任务型

断层强度的中介作用的强弱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为了

更清晰地展示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对中介变量的调节作

用，我们检验调节变量在均值以及均值加减一倍标准差（±1 

SD）三种情形下，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

关系，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当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

较低的时候（-1 SD），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

的正相关程度较弱；而随着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提升

（-1 SD → Me a n → +1 SD），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

度之间的正相关程度逐步增强。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

既要引导任务型子群体的形成，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任务型

子群体规模上的不均衡性。当子群体势均力敌时，可能会

形成内耗，对决策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子群体适度不均

衡的时候，任务型子群体之间的交互过程才能得到最有效

的发挥，对企业创新强度的贡献度也最大。

 

从本研究表 2 的回归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到，任务型子

群体不均衡性除了对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之外，还对企业创

新强度产生了较强的正向影响。其潜在的原因为，任务型子

群体不均衡性意味着子群体拥有不同的规模和资源，[26] 这

种不均衡性有助于规模较大的高管子群体掌控公司资源和

决策，明确子群体之间的分工，并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和

对立。因此，保持适度的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度，有助于

提升高管团队的决策效率。同时，与规模较大的子群体不

同，规模较小的子群体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必须通过贡献

来展现他们的价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高管团队的创新

决策，进而转化为较高的企业创新强度。然而，当团队内子

群体规模完全均衡时，各个子群体所掌握的资源非常接近，

会导致各个子群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往往会发挥消极作用，因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较强，

主张以和为贵。[60] 过高的竞争将会产生较高的子群体冲突和

对立，进而抑制高管团队创新决策的制定与实施。[21] 我们也

建议，未来研究重视子群体分布的均衡程度问题，丰富我

们对高管团队子群体动力学的认识。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早期研究认为，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往往会带来一系

列的消极结果，[9,17] 然而，近期有关组织等级的研究也逐步

意识到权力不平等功能性的一面。[6,10] 通过整合组织等级理

论和团队断层理论，本研究解释了为什么高管团队权力等级

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理论回顾和推

理，本研究认为，权力不平等可以促进高管团队任务型子群

体的产生，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随后我们通过中国沪

深两市 2007-2012 年间 1487 个高管团队层面及企业层面的

数据验证了上述假设和推理。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权

力不平等会对企业创新强度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即权力

不平等首先促进较高的任务型断层强度，进而产生较高的

企业创新强度。其中，任务型断层强度的中介作用受到了任

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调节，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程度

越高，任务型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强度的关系越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以往的权力研究多关注 C E O 权力对企业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影响，[7,9] 很少关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分布对企业决策的

影响，[3] 且有限的研究多是探索权力不平等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负相关关系。[9] 本研究借鉴了组织等级理论，[11,15] 验证了

权力不平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积极作用，即权力不平等有

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强度，这是对组织等级理论适用范围

的拓展。第二，以往研究没有解释为什么权力不平等会对

团队交互和企业结果造成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其中有

调节的中介机制，即任务型断层强度是权力不平等与企业

创新强度关系机制中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其中介作用受到了

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的调节。这一发现既是对权力不平

等作用机理的解释，也是对团队断层理论的一个补充，说

明并不是所有的团队断层都是有害的，即基于任务特征而形

成的断层可能会发挥积极的一面，且这一积极作用会随着子

群体规模的不均衡程度而发生变化。

从企业创新实践角度而言，我们建议管理者注重高管

团队的配置，如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女性高管

占比、降低高管薪酬配置的不平等，并建立较为合理的权

力等级制度。同时，企业管理者也要意识到子群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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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创新强度的重要性。任务型断层强度越高，高管

团队分裂成若干任务型子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企业

创新强度的潜在贡献也越大。这说明，对于高管团队而言，

适度的结盟可能会使高管成员更好地应对复杂而动态的竞

争环境。同时，企业管理者要注意任务型子群体配置的不

均衡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高管成员的创造潜能和促进

企业的创新投入。

本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一是由于数据的

可得性，本研究仅考虑采用二手数据方法来验证我们的研

究模型，并没有考虑高管团队交互过程中的心理因素。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拓展权力不平等对团队或

企业结果的作用机制，如权力不平等首先激发团队冲突进

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二是本研究验证了任务型断层强度

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国内外关于任务型断层强度的研究才

刚刚开始。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探索任务型断层强度与其他结

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满意度和凝聚力等态度型结果变量，

丰富我们对团队断层理论的认识。同时，未来研究也可以考

虑验证本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团队，如研发团

队、工作团队、创业团队等。三是本研究所考虑的创新强度

模型的解释度有限，从表 2 可以看到本研究所考虑因素对

企业创新的解释度为 6.9%（F=9.542，p <0.001），说明仍有

一些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的因素尚未考虑进来，这需要研究

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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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field have reported 

that top management teams (TMT) power disparity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op managers' attitudes, behaviors, TMT decision pro-

cesses and firm outcomes.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at least three 

limitations. First, in the limited empirical studies on power dispar-

ity, most researchers only focus on the impacts of power disparity 

on firm or team performance, whereas few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disparity and innovation (e.g., innovation intensi-

ty). Second, previous studies cannot explain how power disparity 

affects team outcomes, which is not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MT interactive processes. Third, although tradi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MT power disparity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firm outcomes,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firms in Eastern collectivism culture could benefit more from 

power disparity; however, few empirical studies was conducted in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TMT power disparity on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in Chinese culture context. Through inte-

grating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theory and team fault-line theor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MT power disparity has functional effects 

in Chinese culture context. We propose that power disparity will 

facilitate the generation of TMT task-oriented subgroups, which 

in turn affect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We collected 1487 TMT 

and firm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07 to 2012,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 disparity and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Results show that 

TMT power disparity has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Power disparity firstly promotes stronger task-oriented 

fault-line strength, which in turn promotes higher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Moreov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task-oriented fault-line 

strength is moderated by the imbalance of task-oriented subgroups, 

which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ask-oriented fault-line strength and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becomes stronger as the imbalance of 

task-oriented subgroups increases. Our findings provide great im-

plications for TMT management and firm innov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Top Management Team; Power Disparity; Fault-line; 

Subgroup; Firm Innovat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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